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被遺棄的一群 - 舊區中的精神病康復者研究報告（撮要版）
(2001年12月)

（一）前言

香港政府於1976年出版第一份有關各類型傷殘人士的康復政策綠皮書
，當中包括了對「精神病人」康復政策的建議。綠皮書的建議於1977年的白皮書
中獲接納，並立定「融入社會」為政府對精神病康復者的政策方向。可惜廿多年來，政府並沒有明確制定精神健康政策，主動地全面協調及進行各預防、治療、康復、教育等有關的工作，而「融入社會」的政策目的更令人質疑其成效。

近年來，本港精神科的求診人數不斷增加，在過去五年，精神科門診部的新症數字由1996/97年1,2843個
上升至2000/01年2,1398個
，升幅超過六成半。同時，2001年8月政府統計處調查估計本港「有精神病人士」的人數超過五萬人
，情況令人關注。

本會恆常探訪舊區中的籠屋及板間房居民，在工作中接觸到不少精神病康復者正居住於這些不適切居所之中。社協估計獨自居住在不適切居所的精神病康復者約有3,000人。他們往往被遺忘在這些地方，得不到任何支援，對他們的康復，實有著嚴重的影響。有見及此，社協展開了一個有關精神病康復政策及服務的研究，透過了解精神病康復者在康復過程中的經歷，探討現行康復政策、康復服務的施行及銜接上的問題，與及社區、家庭對精神康病復者的承接問題，以解釋這些居住於不適切居所中的精神病康復者得不到支援的原因，並從中提出對政策及服務的建議。

（二）研究簡介

是次研究於2001年4月至6月期間進行。研究分兩部份：

1.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目的如下：

1. 了解受訪者的康復歷程；

2. 了解受訪者對康復服務的使用情況及意見；

3. 了解受訪者復康、住屋及家庭方面的生活情況。

　　問卷調查的對象為本會所恆常接觸的精神病康復者。進行訪問前訪問員必須確認受訪者現於或曾於本港的接受精神科治療。由於是次問卷調查主要目的為展示現存的現象，讓有關部門作進一步研究，所以並無抽樣進行。是次調查共成功訪問67名精神病康復者。

2. 個案研究

為深入了解居住於不適切居所內的精神病康復者的情況，本會於問卷調查的受訪者中揀選12名受訪者再作詳細訪問。個案研究目的如下：

1. 了解受訪者居住於不適切居所的原因及過程；

2. 了解受訪者的患病及康復的經歷；

3. 了解受訪者對曾接受的康復服務的意見，特別有關中途宿舍、醫務社工及就業方面；

4. 了解受訪者的家庭關係。

(三)主要發現

綜合問卷調查及個案研究的結果如下:

1. 基本資料

受訪者多屬長期的精神病康復者(首次病發距今的年期中位數為18年)，而其病症主要為精神分裂症（53.7%）。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偏低，接近五成（49.3%）受訪者只有小學或以下的程度，另有47.8%達中一至中五程度。約有一半（50.7%）受訪者居住於板間房/床位/閣仔中，如連同居住於露宿者宿舍及露宿的受訪者計算，受訪者中居住於這些「不適切居所」的百份比則為56.7%。超過八成(80.6%)的受訪者現正領取綜援金，只有不足二成(19.4%)的有工作收入，反映出精神病康復者一般經濟能力有限，影響其住屋選擇。

2. 社區康復未成復康服務主流

是次調查就受訪者對於整體精神病者康復服務的認識、使用率及成效之意見三方面作出探討。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的社區康復服務的使用率偏低(如中途宿舍(35.8%)、社康護士(23.9%)、日間醫院(22.4%)等)，反映社區康復未成為香港的精神病復康服務的主流。這與現今國際社會的康復政策理念，即以社區康復為主背道而馳。
3. 缺乏家庭支援

在整個精神病康復政策中，政府往往假設家庭系統可對精神病康復者提供支援。但是次調查正正顯示有些精神病康復者完全缺乏家庭支援。問卷調查中，超過七成(71.6%)受訪者沒有與家人同住，這些受訪者都已經離家獨居多年(其獨居年期中位數為10年)。他們獨居主要原因為「家人不能接受」(41.7%)及「已經沒有家人/已與家人失去聯絡」(22.9%)。逾五成半(55.9%)的獨居受訪者認為其家庭關係惡劣。雖然有些精神康復者有家人在港，家人也曾在受訪者病發後與他同住，但政府提供予這些家人的支援嚴重不足，令家人也難以承擔照顧精神病康復者的沉重負擔。再者，很多時候未必所有同住的家人也接納及照顧精神病康復者，甚至家庭本身是他們的主要壓力來源，最終都令精神病康復者脫離了家庭支援網絡。
4. 復康社工

4.1 社工位置被動
從問卷調查的受訪者的醫療經歷中，發現近六成（57.8%）在住院期間沒有醫務社工跟進。有39名受訪者現時沒有復康社工跟進，佔全部受訪者約六成（58.2%）。他們沒有復康社工跟進的原因主要為「醫生或社工覺得沒有需要」（48.7%），其次為「自己覺得沒有需要」(41%)。個案資料顯示，轉介程序多由醫生作主導，認為有需要時才轉介至醫務社工跟進，精神病康復者在離院時往往因此未能透過醫務社工轉介到相關服務。可見現時的社工轉介系統令醫務社工處於被動的位置，未能接觸每名精神病康復者，詳細了解他們的需要。

4.2 社工服務系統分割

個案研究發現從受訪者由入院至出院的過程中，不是由一個社工負責跟進，反而是經常轉換社工，令他們帶來不便，亦未能建立長久良好的關係。反映出整個服務系統分割。而每位社工需花時間重新評估，現行的制度有浪費資源之嫌。

4.3 社工協助不足

縱使精神病康復者在離院或離宿後有社工跟進，53名受訪者曾接受轉介服務，超過四成(42%)的受訪者覺得醫務社工對他們沒有幫助。他們當中有超過一成半（15.1%）回應復康社工從沒有任何轉介。有接受社工轉介的都只是經濟上或短暫住宿上的協助 (申領綜援金/傷殘津貼（58.5%）；申請中途宿舍（39.6%）)。現時每位精神科醫務社工的平均工作量為143個個案
，工作量極為沉重。在這情況下，醫務社工只可提供有限度的服務，並未能夠完全了解受助者的需要。
本會特別關注到被遺留在籠屋及板間房等不適切居所內的精神病康復者的居住問題。是次調查中，超過六成半(65.7%)的受訪者不認識體恤安置。只有少數的社工轉介是長遠解決受訪者的住屋問題，如轉介申請公屋（5.7%）及體恤安置（11.3%），這顯示社工正正忽視了他們的長遠住屋需要。個案研究發現即使受訪者主動提出申請，醫務社工常以「不符合資格」而拒絕代為轉介，但拒絕的理由毫不清晰，剝奪了他們的住屋權。此外，社工並沒有對於精神病康復者的住屋及生活各方面作全面的評估，從而作出適當的介入及服務轉介（如院舍、體恤安置等）。由此令精神病康復者進一步脫離受助的網絡，未能改善住屋環境而繼續居住在環境惡劣的不適切居所中。

是次調查結果正反映出現時醫務社工服務的問題，包括轉介系統問題、人手比例懸殊、服務範圍狹窄及欠缺對受助者各方面需要(尤其是長期住屋需要方面)的掌握。

5. 住宿服務

5.1 中途宿舍

5.1.1 中途宿舍不受歡迎

雖然中途宿舍看似能發揮作用，讓未能與家人同住的精神病康復者得到住宿。但事實上，現時中宿服務也有種種問題，令精神病康復者不喜歡入住或因各種原因離開。45名曾住院的受訪者中，近六成半(64.2%)均沒有入住中途宿舍。他們不入住的原因主要是「多規矩及限制」或「有家人照顧」(各佔22.4%)。24名曾入住宿舍的受訪者中，有超過三成半（37.5%）的受訪者認為中宿沒有任何東西值得喜歡，而不喜歡中宿的原因主要是「多規矩」(佔受訪者的79.2%)。

5.1.2離宿安排欠善
現時中途宿舍的離宿安排彈性不足。問卷調查顯示，絕大部份(97%)受訪者於離宿時都沒有續顧社工跟進。另外，因為離宿者並不能循體恤安置入住公屋，曾入住宿舍的受訪者在離開宿舍後，有一半(50%)獨自租住床位/板間房。
個案研究中，有些受訪者於中宿居住期滿時，必須找到另一宿友才可申請體恤安置入住公屋。這種做法欠缺彈性及忽視精神病康復者的現實需要，例如結婚、找不到合適的合住伙伴等。對於這些未能經體恤安置入住公屋，或因各種原因離開中宿的康復者，現時的中宿都沒有為他們作適當的住屋安排。離宿安排欠善，令不少康復者最終入住環境惡劣的籠屋或板間房中。

5.2 其他住宿服務不足

現時本港提供多種住宿服務予精神病康復者。表面上，已顧及到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康復者的需要。事實上，除長期護理院外，其他的院舍服務均是過渡性質。是次調查發現，曾入住中途宿舍的受訪者在離開宿舍後，半數獨自租住床位/板間房。換言之，對於缺乏家庭支援的精神病康復者而言，現時的住宿服務根本無法長遠解決他們的住屋需要，亦未能夠令他們重新融入社會。此外，資訊不流通，長期護理院及輔導宿舍數量不足、院舍種類匱乏等，直接影響了他們的住屋選擇。
透過一般手續申請公屋輪候時間冗長，可是，即使受訪者曾主動向醫務社工提出申請體恤安置，亦被拒絕。可見一些沒有親人照顧、不能或不願住宿舍又沒有經濟能力的精神病康復者，租住籠屋及板房是他們的唯一選擇。

6. 就業服務

6.1缺乏職前評審

現時提供給精神病康復者的就業服務包括庇護工場、輔助就業及展能就業服務，協助不同工作能力的精神病康復者就業。但個案研究發現現時的服務未能為精神病康復者作出適當的職前評估（例如：能力、興趣等）及工作安排，阻礙了康復者重投社會工作的機會。

6.2提供的就業服務薪金低

現時提供給精神病康復者的就業服務薪金十分低，個案中，一般就業服務的月薪只有數百元至3000元不等，精神病康復者未能因此改善生活質素，縱然就業服務並非只肩負提供經濟協助的功能。


總結精神病康復者獨自居住不適切居所的流程的因素有以下四方面

1. 沒有家人照顧

2. 醫務社工未能提供協助

3. 現有的院舍服務未能配合精神病康復者的需要，及

4. 沒有經濟能力。

（四）總結及建議

精神病康復者一直是弱勢社群，居住在不適切居所，如籠屋/板間房/閣仔甚至露宿的精神病康復者更是最邊沿的一群。政府應為他們作更深入的研究，協助他們真正地融入社會。基於上述對問題的分析，因此，社協建議如下：

政策理念層面：

1. 制定精神健康政策，全面協調及進行預防、治療、康復、教育等有關工作；

2. 落實協助精神病者融入社會的政策，改善現時投放於社區照顧的資源；

3. 不應再繼續假設家庭能對精神病康復者作無條件的承擔。政府應對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給予更多支援，並完全負起對沒有家庭支援的精神病康復者的照顧。

醫務社工方面：

1. 醫務社工應為每一位病者於住院期間作詳細評估，包括家庭關係及住屋需要等；

2. 以個案管理模式整合現有的醫務社工服務分割問題；

3. 建立一個中央個案資料紀錄系統，方便醫務社工及其他有關社工查閱；

4. 醫務社工應為居住於不適切居所的精神康復者作適當的住宿安排，同時更應為具有自理能力的康復者作體恤安置的安排；

5. 醫務社工應主動提供相關的資訊給病者及為病者作服務轉介；

6. 醫務社工應作主動的外展探訪，定期探訪各病患者及其家屬。

住宿服務方面：

1. 檢討中宿服務，包括宿舍守則、離宿安排、就業輔導等，以作進一步的改善；

2. 增加長期護理院及支援宿舍的名額；

3. 設立有支援服務的長期居所，讓有需要支援的精神病康復者居住；

4. 容許更多的一人體恤安置，並跟進安置後的情況。

上樓遙遙無期的阿蓮
阿蓮未患上精神分裂症之前是收銀員，因工作壓力大，與工友溝通遇上很大的障礙，工友對她不理不睬，又會取笑、玩弄她，而引致病發。阿蓮病發至今二十年，她曾入住精神科醫院六至七次。病發初期，她的母親眼見阿蓮精神呆滯，經常「眼定定」，以為阿蓮撞邪，於是阿蓮的大哥帶她看了幾次神打、飲符水，花費了數萬元，卻仍未好轉。當時阿蓮對自己及身邊發生的事都一片模糊，也不知隔了多久，其丈夫及母才帶她看精神科醫生，然後送入葵涌醫院，住了七日。

阿蓮共有十兄弟姊妹，自小與他們的感情普通，在病發前，一家偶然會傾訴心事，但病發後，她覺得自己與兄弟姊妹的關係更差。「他們不接納我的病……以前他們會和我講些私隱、關於家裡人的事情，如老公呀、家婆呀，現在不甚理睬我……我阿哥以前對我很好，現在又話我痴線，又話我取綜援；我家姐沒有看不起我，但是再沒有講些私隱的事情給我聽。」

十八歲時，阿蓮因懷孕而與拍拖半年的丈夫結婚，婚後一直與老爺奶奶同住。但她的生活並不愉快，其奶奶不接受阿蓮患有精神病，經常罵她「傻」，二人常有磨擦。其丈夫亦不大疼愛她，不時打她，及後阿蓮更發現丈夫有外遇，她抵受不住打擊，拿菜刀斬傷她的丈夫而再入住精神病院，維持了八年的婚姻生活亦因此而結束了。

阿蓮離婚後，搬回與其母親及弟弟在大窩口的公屋同住。可是其三哥哥因業主收回其租住的私樓而與其妻子搬往母親的家同住，那裡地方狹小，而家人又認為阿蓮應獨立生活，於是，阿蓮迫於無奈地搬離家人同住四年的家，在1994年第一次入住位於青衣的中途宿舍。

雖然阿蓮覺得中宿的住宿環境乾淨，而且可以結識朋友及學習到實用的社區生活技巧。然而，嚴謹且多又沒有自由的中宿守則令她不喜歡住中途宿舍。住了三個月後，她因在外面「過夜」而被趕走了。從此過著獨居的生活，入住了籠屋，而且更住了長達七年之久。「……沒辦法不住籠屋，那時外面貴租，好難找屋，這裡租便宜嘛！一千五百多元，是個社工介紹給我的。」

阿蓮討厭籠屋的居住環境，除了地方狹窄骯髒，日夜和老鼠蟑螂為伴外，同屋的住客對她作出的性騷擾，令阿蓮不勝困擾，亦直接影響她的精神健康。在籠屋居住期間便最少復發三次及入院。「籠屋又窄，別人又整天搞我，摸身摸勢，那同屋住客夜晚走來我間房睡覺，我出了街，他們走來開我間房的房門去睡覺，偷看我洗澡，好多……好多老鼠、蟑螂，好污糟……住在那裡，自己好易發脾氣……」

阿蓮試過報警投訴籠屋的同屋住客對她作出性騷擾，但不受理，原因是──阿蓮患有精神病。「警察上到來，那些住客和阿sir說我有精神病，short short 地架！那些警察就不信我所說的。」

為了離開這個惡劣的居住環境，阿蓮曾向家人提出想搬回家住，但被家人以住屋單住太細小的理由拒絕了。「我無可能回家住，我阿媽阿哥都不接受！……他們說家裡不夠地方住，叫我自己在外面租地方住，有時想回去過夜，他們也不答應。」

1996年再度復發入院時，阿蓮的醫生得悉她在籠屋曾受到性騷擾及打算出院後返回那裡居住，於是安排醫務社工為她另作住宿安排，否則不會容許她出院。當時阿蓮要求社工幫助她申請公屋，社工告訴她申請公屋需時半年，申請中途宿舍只需三個月。當時的阿蓮只想盡快出院，於是便選擇了申請中途宿舍，但醫務社工並沒有向阿蓮說明清楚等半年而可獲入住公屋的安排是體恤安置。阿蓮因此白白放棄了申請恩恤安置的機會。「誰知中途宿舍要一年！……我那時都不知甚麼叫做恩恤安置，自己那時不懂爭取……」

雖然在病發後，阿蓮曾接觸不同的醫務社工，其中包括醫院內的精神科社工、精神科門診部社工及中途宿舍社工，但沒有一個醫務社工幫助她申請輪候公屋，她一直以為單身不能申請公屋，直至遇到社協的社工，才知道原來一般單身人士申請公屋需輪候數年，於2000年才申請公屋。白白浪費了數年光陰，以致現時仍在板間房居住。

之後她也曾向醫務社工求助，希望可獲得恩恤安置，但醫務社工認為阿蓮不乎合申請資格，以她有領取綜援金及有錢交租為理由而拒絕代她申請。「我和醫務社工說過想申請恩恤安置，但社工說不能夠架！她說要我自己申請屋(註︰即一般公屋申請)，因為除非政府無錢給我交租、有困難、無地方住，才可以幫我申請恩恤安置。說現在政府有給我錢交租，我又住在那裡那麼好……」

家人不接受與阿蓮同住、恩恤安置被拒、綜援的租金津貼有限，阿蓮面對這種情況，她只感到萬般無助及無奈。雖然阿蓮已由籠屋搬樓下的板間房居住，但居住的面積只有約三十至四十呎，曾試過因覺得太悶焗，感到呼吸困難而再度入院。「我當然想住公屋啦！要獨立單位，我怕同人嗌交。」但隨即又嘆氣道︰「我都不知……多等四年，我死了都未有咯！那有這麼快！別人說要等七年八年架！單身人士等公屋，好難架！」

阿蓮希望可以盡快入住公屋，改善居住環境，不過卻只可以無了期的繼續等待。

居於籠屋的大學生

阿偉今年46歲，患有精神分裂症，現居住在一籠屋單位的板房，與十伙以上共用廚廁，居住環境惡劣，依靠綜援金過活。阿偉曾經讀過大學三年級，為何如今淪落至此？

阿偉在18歲時因不堪讀書壓力而首度病發。本來繼續學業，可惜於就讀大學三年級時再度病發。因此停止了學業，未能畢業。阿偉在病情好轉後，當電腦維修員，維持了六至七年，收入頗為不錯。結婚後，他轉職售賣保險後收入微薄，妻子因此而離去。妻子的離去令他大受打擊，離去後一星期，即病發入院，妻子曾探訪一次，後來就音訊全無。

之後，阿偉經常進出青山醫院，出院後與父親後母同住，但阿偉與後母相處並不融洽。一次住醫院期間，父親病逝，此後，即使阿偉出院，都不能返回家中居住而要入住中途宿舍，因為後母不許他返家居住。「後母霸了間屋，爸爸過身後就無法回家住，在住東區醫院初期，出院可以回家住……當時爸爸還在世，可幫著我，他過身後，出院就要入中途宿舍，後母不讓我回家住。於是醫生介紹我去中途宿舍。」

阿偉兩次入住中途宿舍都不成功，原因是他不肯做早起床做庇護工場，入住兩個多月就被迫返回醫院。阿偉解釋說：「佢話我唔做工，要我回東區醫院住！」。

第三次入住中途宿舍後兩個月，他認為住中途宿舍對他無大幫助，又加上他不喜歡中途宿舍要與人合住，規矩多，金錢使用被管制，和須要工作，住在中途宿舍令他感到負面的標籤效應，他說:「不是好喜歡中途宿舍，只和一兩個宿友有來往，其他的都怪怪地的，我都不想同他做朋友。」

阿偉希望可以融入社區，因此他要求離開，但中途宿舍並沒有為他作任何的住屋安排，亦沒有續顧社工跟進。他說：「入翠林村都是三、四個月，我同社監說要出來，度冇社工跟我！……他叫我自己租房住。」
阿偉只是透過宿友介紹入住官塘籠屋，一個不足40呎的房仔內。那裡地方狹小，與十多伙人共用廚廁，空氣極不流通，根本不合人道。阿偉其實對住屋的要求不高，他說：「房子大些，有獨立廁所廚房，我都不苛求了！」已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居所。

阿偉雖然在覆診時獲轉介見門診部的醫務社工，但是他沒有從社工處得知其它的住宿服務如︰輔助宿舍、單身宿舍，也不知可嘗試恩恤安置、如何申請公屋。雖然醫務社工也曾到官塘籠屋探望過阿偉數次，但並沒有為他申請恩恤安置。「我不知有恩恤安置，只是施姑娘(社協社工)幫我填表申請公屋，醫務社工沒有幫我申請恩恤安置。」

醫務社工曾經在他出宿後，介紹他入庇護工場及輔助就業工作，但他對那些低技術、勞動性的工作不感興趣，而能找到的工作，薪金又偏低，導致他沒有工作的意願。阿偉高學歷，而他的中英文極好，甚至訂閱英文雜誌，借閱有關電子機械的書(他以前修讀電工程)。因此，他較喜歡文職。可惜社工並沒有為他作適當的職前評估以作出合適的就業轉介，白白浪費了他。

徬徨無助的阿林

　　阿林是一個棄嬰，自小被人收養，養母一直對他很好。好景不常，當阿林八歲時，養母便因病離世。阿林與養父的關係較差。後來養父再婚，家庭多了幾個子女。不過阿林卻難與其他的兄弟姊妹相處，並且經常產生磨擦及衝突。長久惡劣的家庭關係，令阿林一直鬱鬱不歡，最終更令阿林在四年前病發，患上了精神分裂及抑鬱。

　　當日被家人送入葵涌醫院後，家人也很少探望阿林。醫生曾詢問阿林有沒有有親人，但對阿林惡劣的家庭關係則全不知情。八個月的住院期間，駐院的醫務社工也只協助阿林申請綜援金，至於對他的家庭關係如何則完全沒有過問。出院前，醫生及社工都沒有和他商量出院後的去向，所以出院後，阿林便回家居住，繼續抵受家庭給予他的壓力。

　　阿林出院後能夠回家居住，似乎已有安身之所。不過三個月後，阿林的養父要求阿林離開，不想再見到他。阿林唯有懷著傷痛的心情，徬徨地獨自一人尋找安身之所。最後經朋友介紹，當時三十一歲的他入住了一間私人安老院。當阿林向精神科門診的醫務社工說出自己的情況後，社工只為他安排輪候中途宿舍。

　　其實阿林曾經向醫務社工要求為他申請體恤安置，不過「佢（社工）話叫我住呢度先，佢話我恩恤安置未有資格，佢冇講點解冇資格。」結果阿林在安老院等了一年，才能入住現在所居住的中途宿舍。雖然現在阿林總算有一個棲身的地方，但他說中途宿舍始終都是一個短暫的居所，不可能長久居住。阿林擔心有朝一日離開宿舍時會不知去向。

　　阿林清楚知道離宿時如果可以找到一兩個人結伴，便可以一同安置入住公屋。但阿林始終擔心，「因為同人夾份住，耐就好麻煩，又會同人嗌唼，又唔知點好，相見好同住難嘛」。現時體恤安置政策可以在醫生的核准下，讓一位精神病康復者獨自入住公屋。不過阿林卻又擔心自己一個人住，如果有任何特發事情，便沒有人協助。對阿林來說，最好的安排，是可以在宿舍內居住較長的時間，又或者可以有一種長期的住所，住所內有社工及護士駐守，支援他的生活。

　　本來阿林可以向醫務社工訴說各種的擔心。不過從醫院到中途宿舍，阿林的個案已經由駐院社工轉介到一位又一位的社工處理。阿林說：「（社工）轉過好幾次，由葵涌轉去油麻地，跟住又呢度（中途宿舍），每次都見新社工，都唔係好習慣……油麻地D社工都轉呢轉去，我都轉過幾個。」這種跟進模式的分割，令阿林難於適應，無所適從，更令阿林與社工間不能建立良好的關係，從而得到各方面的協助。所以阿林認為如果由入院至覆診都穩定地由一個社工跟進會比較好。

　　孤獨、徬徨、無助，對阿林是貼切非常的形容詞。阿林幽幽說到「而家無得返屋企啦，都無乜點聯絡。由屋企出呢一兩年都冇聯絡，都覺得唔開心，好似孤兒咁」。面對將來，何處容身更令阿林感到徬徨。阿林帶著各種各樣的擔心，以及無助的心情，又有誰可以幫助他？

不斷流徙的阿基

　　1973年，廿三歲的阿基隻身來港發展。當時唯一可以投靠的親人就是他的表姐。不知道是否壓力過大，阿基在來港三年後，便被醫生診斷患上精神分裂症。1979年，更因病情嚴重而入住青山醫院，後來再被轉送到葵涌醫院，成為該院第一批病人。

　　出院後，阿基的表姐表示不想再與他同住，阿基失去在香港唯一的倚靠，只能獨自尋找居所。阿基所能找到棲身的地方，只是一張不足三十呎的床位。廿多年來，阿基都居住於床位或是狹小的板間房內。阿基記得很清楚他所住過的每一個地點：利德街、上海街、橡樹街、塘尾道、樂群街、永隆街、青山道、桂林街、福榮街。雖然這些年來他也曾入住精神科醫院及中途宿舍，但在離院或離宿後，都是繼續居住在這些環境惡劣的地方。

　　阿基並非對床位或板間房有任何偏好，令他長年居住於這些地方。阿基經常訴說居住於床位時，經常被老鼠聲滋擾，令他難以入睡。他試過在一個晚上用老鼠籠活捉六、七隻老鼠。另外，阿基更討厭十多伙人爭用廚房廁所。如果可以的話，阿基十分希望一個人入住公屋。

　　事實上，阿基曾求助於醫務社工，希望可以協助他找尋一個較好的居住環境。當他居住在樂群街時，床板的木虱咬得他不能安眠。他向醫務社工求助時，醫務社工沒有為他安排體恤安置，只為他安排輪候中途宿舍。阿基在宿舍住了三年後，宿舍的職員對他說他的居住期已滿，不能再繼續居住，著令阿基離開宿舍。阿基說當時他們並沒有安排離宿後的居住地方，他們只叫他自己去找，結果，阿基便在永隆街找到一個床位，繼續與老鼠、木虱同眠，繼續與別人爭用廚房廁所。而離宿以後，宿舍方面一直沒有人探訪他及跟進他的情況。

　　有一次阿基居住於桂林街的一個床位時，那個單位即將拆卸。阿基不知所措，不知可到那裡居住。他唯有嘗試致電醫務社工，希望他可以協助尋找合適的地方，但醫務社工的回應，令他摸不著頭腦。醫務社工叫阿基自己看街招，自己找地方住。阿基再一次獨自尋找，結果又是繼續入住床位。

　　其實阿基也有向醫務社工說出自己正居住於床位，但醫務社工只是把這當作資料記錄下便算了，並沒有進一步幫助他改善住屋上的需要，讓阿基有一個較好的環境康復。阿基的一次復發便是由於居住環境惡劣而引起。阿基回說：「個（同屋）講（令我）唔係幾舒服，佢係唔知講乜，我覺得唔舒服，咪去廣華睇（急症）。」隨後，阿基便由廣華醫院轉送入葵涌醫院。擠迫的環境，易做成磨擦，對精神病康復者來說，更是復發的危機。

　　對於醫務社工，阿基有以下的評價：「可能有地方做得唔係咁徹底。係經濟方面有幫過，住方面就幫唔到我。」醫務社工沒有充份的明白精神病康復者的居住需要，因此沒有協助他們。如阿基的經驗所言：「出院時候見過社工，申請公援，佢無安排我住屋，佢叫我自己搵，咁我咪住埋D咁地方囉！」

　　阿基最希望的，是有人可以協助他尋找地方居住，更希望可以入住一些長期的、環境較好的住所，不用他四處流徙，在一張又一張的床位上與木虱及老鼠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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